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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麦进口与近代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发展

王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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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利用世界麦产增加及麦价下跌的时机，大规模进口洋麦，生产原料出

现从以国麦为主到以洋麦为主的结构性转变，也因此获得显著的成本优势，与进口洋粉展开竞争，并挤压了其它地区面

粉工业的市场空间。但过度依赖洋麦以及政府调控在国麦产销和洋麦进口方面的缺位，强化了机制面粉工业对资本主

义世界市场的依附性，这成为导致1930年代上海机制面粉工业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洋麦与近代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

关系，是近代民族工业脱离本国农业生产、过度依赖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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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 of Foreign Whea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sm
Flour Industry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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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 the mechanism flour industry in Shanghai took advantage of the world

wheat production increased and the price of wheat fell, imported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wheat. The pro-

duction materials changed from the native wheat to the foreign wheat, helped the mechanism flour industry

gain significant cost advantages, compete with imported foreign flour, and squeeze the market space of flour

industry in many cities. However,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foreign wheat and the lack of government regula-

tion on native wheat production and import of foreign wheat strengthened the dependence of the mechanism

flour industry on the capitalist world market, it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decline of Shanghai

mechanism flour industry in 1930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wheat and modern Shanghai mecha-

nism flour industry is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modern national industry's separation from native ag-

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world wheat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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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小麦产量增加、麦价下跌的大背景下，洋麦大量输入，取代国产小麦成

为近代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洋麦在生产原料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最高达九成左右，平均

在半数以上，洋麦进口彻底改变了机制面粉工业以国麦为主的原有原料结构。利用洋麦的高品质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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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优势，上海机制面粉工业规模和产量迅速增长，并挤压了内地面粉业的市场空间。但过度依赖洋

麦，与本国小麦生产脱节，也使上海机制面粉业依附于国际小麦市场，受制于世界小麦供应与市场价格

波动，增加了自身发展的外源性风险。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面粉工业中心，作为原料消化的洋麦往往

占全国洋麦进口总量的80%以上①，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对洋麦的依赖，在全国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上海

机制面粉工业为中心，从中外经济互动的视野审视近代民族工业与海外原料市场的关系，无疑有助于进

一步丰富我们对近代工业发展复杂性的认识②。

一、洋麦进口与面粉工业原料结构变化

机制面粉工业为近代中国出现的新式工业，传统社会的所谓面粉业，“不过乡农以人畜之力，为小规

模之磨面，以销售于本地市场而已”③。近代机制面粉工业肇始于上海，1897年上海英商增裕面粉厂开

业，随着面粉需求的不断扩大，嗣后又有阜丰、华兴、裕丰、申大等机制面粉厂相继成立。机制面粉工业

虽然起步较晚，但进入20世纪之后发展迅速，至1920年代初，上海一埠已有机制面粉厂20家，日生产能

力达9.4万袋，占全国日生产能力的30.2%④。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快速扩

张，1914—1921年，上海各面粉企业年均设计产能达1.2亿包，用麦量800万担左右，产能比一战之前的

平均年产量增长约一倍⑤。至1930年代初，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在产业规模与面粉产量上皆占全国的

50%左右，年消耗小麦约1500万担⑥，规模与产能的迅速扩张，对原料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21年之前，中国洋麦进口数量极少，每年进口量仅有数千担，1917年最多时也未超过5000担⑦，上

海各面粉企业的原料供应，基本依靠国产小麦。1913—1921年，上海输入国产小麦数量分别为29.3万担、

37.6万担、127.2万担、174.8万担、227.9万担、275.7万担、237.0万担和149.8万担⑧。然而国产小麦的供应

严重不足，尽管面粉企业在邻近的苏、皖、浙等省麦产区尽力收买，但通常情况下仅能供三四个月之用，即

便是丰年收买量较大时，也仅够五六个月的生产所需，其余大半年时间面粉企业处于无麦可用的状态⑨。

如何能够获得充足的原料供应，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是上海机制面粉工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进入1920年代，各国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世界小麦产量较一战之前大为增加。美国、加拿大、阿根

廷、澳大利亚四个主要产麦国的总产量在战后显著增长，1926年达到5.4亿吨，较战前3.1亿吨的平均年

产量增长了74.2%⑩。在产量大增的刺激下，美国1926年小麦出口比战前增加了220%，加拿大增加

①上海市粮食局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第138页。

②相关的研究有上海市粮食局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林刚：《对1927—1937年间中国机器

面粉工业的若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徐畅：《近代中国国内的粮食流通与粮食进口》，《东岳论

丛》2011年第11期；纪辛：《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粮食进口》，《近代中国》1996年第1期；黄静：《20世纪30

年代前期中国小麦进口问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上述研究分别对近代面粉工业发展脉络、国内

粮食流通格局变迁、近代粮食进口规模与来源变化等问题进行了考察，然在近代机制面粉工业发展对洋麦的过度

依赖及其原料结构变化的原因、面粉工业与世界小麦市场的关系等方面尤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和必要。

③薛继盛：《中国面粉业之前途》，《申报》1924年5月25日。

④上海市粮食局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43页。

⑤上海市粮食局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120页。

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38页。

⑦巫宝三：《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之原因（1912—1931）》，社会调查所，1934年，附录第15表。

⑧巫宝三：《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之原因（1912—1931）》，第43页。

⑨社会经济调查所编：《上海麦粉市场调查》，社会经济调查所，1935年，第15页。

⑩《世界小麦生产数量表》，《面粉工业》1948年第2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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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阿根廷与澳洲各增加50%左右①。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的小麦价格不断下跌。1920年代后期，

世界经济逐渐陷入大萧条，市场恐慌，失业增加，国际小麦市场的订单需求大幅萎缩，各国积存的小麦数

量日渐攀升，世界小麦进入过剩状态②，以美国和加拿大为首，麦价一路狂跌，美国芝加哥出口量最大的

二号冬麦的价格由1927年的每英斗③1.37美元跌至1930年的0.96美元，加拿大温尼伯一号小麦则由每

英斗1.48美元跌至0.95美元④，不仅美、加两国如此，世界小麦平均价格也大幅下滑，由1926年每英斗

1.46美元跌至1930年的0.65美元，四年跌幅高达55.5%⑤。

世界小麦价格的不断下跌，给上海机制面粉工业提供了充足原料的机会。从1921年开始，中国的

洋麦进口规模持续扩大。从进口数量上看，1921年全国洋麦进口8.1万关担，1924年为514.5万关担，

1929年为566.4万关担，1931年增长至2277.3万关担，比1921年增长了181.1%⑥。从洋麦在全国粮食进

口总额的比重上看，1916年洋麦进口仅占全国粮食进口总量的0.4%，1921年开始逐渐增长，1922年占

3.1%，1926年13.2%，1931年最高时占47.8%，之后虽有所下降，1933年依然占32.7%⑦，成为最大宗的进

口粮食类别。

从来源上看，1920年代初，进口洋麦“以美国为大宗，约占半数以上，其次则加拿大，占三成，再次则

为澳洲、新西兰，不及二成”⑧。1920年代后期，加拿大小麦上升为第一位，澳洲小麦输入亦逐年增加，到

1929年，“中国进口小麦中，澳货一跃而居第二位”⑨。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棉麦借款协议，

美国小麦对华输出大幅增加，再次成为进口小麦的最大来源国。1935年后，澳洲小麦居首位，占上海进

口洋麦总量的85%左右⑩。总体上看，虽然各国对华小麦输出规模前后有所变化，但小麦成为四国对华

贸易增长最快的出口商品是不争的事实。

观察这些洋麦的去向，其中的绝大部分流向了上海。1921年以后，上海一埠进口的洋麦平均占全

国洋麦进口量的八成以上，最高年份达97.8%，1921—1936年上海占全国进口洋麦总额的比例参见表1。

表1 上海进口洋麦及其占全国进口总额比例（1921—1936） （单位：关担）

年份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全国进口

81,346

873,142

2,595,190

5,145,367

700,117

4,156,378

1,690,155

903,088

上海进口

67,971

831,954

2,225,464

5,047,793

665,279

4,065,655

1,646,451

789,806

占比

83.6%

95.3%

85.8%

98.1%

95.0%

97.8%

97.4%

87.5%

年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全国进口

5,663,846

2,762,240

22,773,424

15,095,698

10,714,638

4,649,419

5,209,087

1,168,093

上海进口

5,464,079

2,391,154

19,614,731

11,021,392

8,580,009

4,082,282

4,506,384

1,108,872

占比

96.5%

86.6%

86.1%

73.0%

80.1%

87.8%

86.5%

94.9%

资料来源：陈伯庄：《小麦及面粉》，交通大学研究所，1936年，第31页；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旧中国机制面粉

工业统计资料》，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16-117页。

①《战前五年与战后五年世界小麦与面粉业之概观》，《上海总商会月报》1926年第6卷第1号。

②克麦莱：《世界小麦问题研究》，《复兴月刊》1933年第2卷第2期。

③英制计量单位，即蒲式耳（Bushel），相当于80磅。

④王维骃：《世界小麦之产销及贸易状况》，《国际贸易导报》1932年第4卷第6号。

⑤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编：《小麦统计》，全国经济委员会，1934年，第10页。

⑥上海市粮食局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58页。

⑦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96页。

⑧执无：《今日中国民食问题中之小麦及其制粉》，《银行月刊》1927年第7卷第2期。

⑨《澳货进口大增》，《国际贸易周报》1932年第3卷第11期。

⑩啸天：《中国麦产与上海小麦市场》，《日用经济》1941年第3卷第12期。

洋麦进口与近代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发展

-- 79



从表1的统计可见，上海始终是最大的洋麦消费城市。从用途上观察，这些进口洋麦几乎“全系本

埠厂家及经纪商所抛订”，供上海机制面粉工业作为原料使用。上海各大面粉企业对洋麦的依赖逐渐增

长，以上海最大的阜丰面粉公司为例，该厂从1922年开始采办洋麦，至1936年的15年间，洋麦占该厂小

麦采购总量的六成左右①。上海福新面粉公司的记录也显示，1931—1933年该厂使用洋麦每年达710万

担以上，占全年用麦量的82.2%，国麦占比不及两成②。从机制面粉工业使用洋麦的整体情况看，1922年

洋麦占原料需求总量的18.4%，1926年为33.1%，1929年为44.5%，1933年最高达78.7%，此后虽有下降，

1935年仍高达50.3%③。

我们可以从上海《申报》一则关于洋麦问题的报道中感受机制面粉工业原料来源的巨大转变：

“回忆民元时，只四川一省到申之小麦，约有三四十万之巨，彼时上海粉厂正在发轫，麦廉

粉贵，得造成勃兴之局面，嗣后河南、湖北两省麦产，集中汉口，络绎来申，皖北一带，既为麦产

之丰饶之区，又大都以上海为尾闾，宁只二十年之后，四川无论矣，即汉口麦亦几绝迹，皖麦由

运河长江来者，亦不及民十以前之畅旺，积此种种，本埠之制粉厂，除新麦时期尚足应付外，否

则即须仰给于洋麦，时至今日，竟形成非洋麦进口，不能维持之惶恐。”④

洋麦对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从洋麦进口数量波动与机制面粉工业的开工率之

间的对比上窥其端倪，参见图1：

图1 洋麦进口与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开工率比较（1922—1936）

资料来源：上海市粮食局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第143页。

根据图1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开工率变化基本与洋麦进口的波动是一致

的，洋麦进口增长，开工率提高，洋麦进口下降，开工率亦随之而降低。整体上看，上海各面粉企业在

1922—1930年，虽然开工率有所提升，但由于此时洋麦进口数量刚刚开始起色，平均开工率仅有55.9%，

1931年之后，洋麦进口大幅增长，开工率也相应地有显著提高，1931年洋麦进口最多的年份，开工率接

近100%，1932至1936年开工率都在80%以上。平均而言，1922—1936年的年均开工率为67.4%，明显

高于前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洋麦进口几近断绝，抗战胜利后，虽然洋麦进口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但由于南京政府在上海实施粮食统制政策，小麦的市场流通被严格管制，洋麦不再是影响面粉工业发展

的关键因素。

①《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717页。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74页。

③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138页。

④《定购洋麦之办法》，《申报》1932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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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购销洋麦形成的竞争优势

大规模购消洋麦，使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相较于济南、天津、汉口等其他城市的面粉工业获得显著的

市场优势。

首先，优质、稳定的洋麦供应有助于面粉企业更精准地控制生产成本。受粉、麦差价日渐缩小以及

大规模洋粉进口的影响，上海面粉企业利润率普遍走低，1922—1936年间每包面粉的平均利润仅为0.15

元，最低时仅有0.102元①，即生产一包面粉的利润只有一角有余。1930年代初，阜丰面粉公司生产一包

面粉的纯利最低时仅为0.024元，福新系统的几家面粉厂平均利润率仅为2%~3%左右②。极低的利润率

意味着如果小麦的品质或供应能力一旦发生变动，面粉企业就可能陷入亏损，因此，稳定的优质的小麦

供应对上海面粉企业能否在较低的利润率之下保持持续盈利十分重要。

比较洋麦与国麦的出粉率，洋麦明显优于国麦。洋麦的麦粒粗大，而且比较均匀，相同容积下，洋麦重

量往往较国麦为高，“美麦一石，重有205.5磅；澳洲麦一石，重约206磅；而中国麦一石，只有166磅，其重量

较美麦轻39.5镑，比澳麦轻40磅”③。每100斤美国、澳大利亚小麦能加工出80斤甚至更多的面粉，而同样

重量的中国小麦只能出粉70斤左右，这样一来，出产同等重量的面粉，国麦较洋麦要多用７%以上的原

料④。洋麦磨出的面粉优等率也高于国麦，据统计，上海面粉企业用国麦磨成的面粉中仅有80%为优质的

二等粉，美国和加拿大小麦则90%以上为二等粉⑤。对此，上海《申报》在谈到影响面粉工业选择麦源的诸

多因素时曾评论道：“苟非麦之品质极为可靠，断不能在极低纯益，极狭窄范围之内，操算如此精密。”⑥

但仅仅从小麦出粉率的角度解释上海面粉企业采用洋麦的动机显然不够，因为多数情况下，洋麦进

口价格是高于国麦采购价格的，那么，上海面粉企业为什么愿意选用价格更高的洋麦呢？一般而言，面

粉企业是否愿意购买洋麦，主要决定于两种比较价格：一种是国麦与洋麦价格比较的差度，一种是洋麦

与国麦所出面粉价格比较的差度。假使这两种差度有利于厂方利润，则购用洋麦自然比较多，否则就用

得少。自洋麦大规模进口以来，洋麦、国麦价格及其与麦粉价格之差度统计，参见表2：

表2 上海洋麦、国麦价格及其与面粉价格之差度统计 （单位：元）

年份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洋麦价格

5.28

4.78

4.72

5.30

4.39

3.98

3.49

国麦价格

4.97

4.43

4.30

4.93

4.11

3.67

3.25

洋麦与国麦

价格之差度

+0.31

+0.35

+0.42

+0.37

+0.28

+0.31

+0.24

洋麦每担所出

面粉价格①
5.30

4.80

4.91

5.36

4.64

4.23

3.64

国麦每担所出

面粉价格②
4.64

4.20

4.30

4.69

4.06

3.70

3.19

洋麦与国麦所出

面粉价格之差度③
+0.66

+0.60

+0.61

+0.67

+0.58

+0.53

+0.45

资料来源：张心一：《上海米麦价格与外国米麦进口之关系》，《中行月刊》1934年第9卷第1期。

说 明：①按每担洋麦平均出粉80斤计算；②按每担国麦平均出粉70斤计算；③每担洋麦所出面粉价格与每担国

麦所出面粉价格之差数。

①上海市粮食局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146页。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37页。

③《水灾声中之民食状况》，《申报》1931年8月9日。

④许道夫：《中国近代粮食经济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第182页。

⑤那安：《上海之面粉工业与中国之国外小麦贸易》，《建国月刊》1929年第2卷第2期。

⑥《上海面粉业概况（续）》，《申报》193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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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麦必须制成面粉，才能在市场出售，因此面粉价格与小麦原料价格的关系，是面粉企业决定

麦源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洋麦比国麦的价格高得愈多，面粉企业采用洋麦的可能愈小，面粉的价格

较洋麦的价格高得愈多，则面粉工业采用洋麦的比例逾大。根据表2的统计，洋麦的价格始终高于国

麦，1929年最高时两者相差达0.42元之多，但为什么上海面粉工业宁愿选择价格较高的洋麦呢？这其

中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容忽略，那就是洋麦出粉率高于国麦出粉率，如若以洋麦平均每担出粉80斤，国麦

平均每担出粉70斤计算，洋麦每担所出面粉价格始终高于国麦每担所出面粉价格，1930年最高时达到

0.67元，也即虽然洋麦价格相对较高，但由于其出粉率远高于国麦，面粉工业反而能够获得更多的的利

润，因此洋麦与国麦所出面粉价格之差度越大，面粉工业越愿意使用洋麦。如果再把洋麦出粉的优等率

高于国麦考虑进去，这个趋势则更加明显。观察上述统计，1920年代中后期，洋麦平均每担所出面粉价

格超出国麦每担所出面粉价格在0.60元以上，这就是这一时期洋麦进口量不断攀升的原因，1933年之

后，由于外国小麦价格逐渐提高，使用洋麦所能获得价格差度越来越小，洋麦进口量也随之越来越小。

因此从上述规律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上海面粉企业大规模采用洋麦，归根结底是缘于采用洋麦能获

得更大的利润。

其次，大量采用洋麦进一步强化了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相对于内地面粉工业的比较优势。上海凭借

便利的港口条件、雄厚的资本支持和发达的期货市场，在运输、融资、面粉期货交易等方面拥有内地粉厂

不具备的洋麦采购条件。上海面粉企业产能高，洋麦进口数量庞大，规模化采购洋麦是内地面粉企业难

以企及的。如1929年1—5月，上海的茂新、福新等面粉厂，短短5个月间在美国订购之小麦总价值达

6000万元，这些小麦由英商轮船公司承运，分60船运送来华，一条船常在七八千吨之间，仅此一项交易，

每月就有6万~7万吨美麦抵沪①，如此巨额的订单，内地面粉企业往往无力承购，即便由上海中转，也因

费用大、成本高，并不划算，故内地面粉企业购用洋麦者为数极少②。

由于采购量大，外国洋行常常允许上海的面粉企业可以延期三四个月以后结算货款③，在市场销路畅

旺时期，三四个月的时间足够面粉企业完成晾晒加工、市场抛售、收回货款的全过程，也即意味着面粉企业

无需额外在原料采购上投入资金，就可以完成一个从生产到销售的循环，极大地减轻了面粉企业自身的资

金压力和成本。此外，1921年上海面粉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洋麦的品质与成色较为稳定，到货又较为准时，

面粉企业基本能按预定计划开工生产，因此洋麦磨成的面粉在交易所很受欢迎，上海的面粉企业甚至可以

在面粉生产之前就以期货的形式回笼部分资金④，这些都是内地粉厂无法具备的市场优势。

最后，洋麦的大量涌入，也大大增强了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在国内小麦市场上的话语权。因为有了更

多麦源选择，面粉企业不必如1920年代之前那样完全依赖国产小麦，这一方面提高了面粉企业在国产

小麦采购过程中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也无形中拉低了上海粮食市场上国产小麦的交易价格（见表3）。

表3 1921—1935年国内主要城市的中等品小麦平均价格比较 （单位：元/担）

年份

1921

1923

1925

1927

1929

上海

4.85

5.14

5.76

6.22

5.87

天津

8.80

9.43

10.25

11.11

11.69

沈阳

11.68

10.53

15.95

17.33

22.54

济南

18.60

22.74

22.99

27.29

28.10

汉口

5.47

6.95

7.45

8.83

——

广州

6.31

6.50

7.60

7.37

7.93

①《巨值美麦分期运沪》，《申报》1929年3月13日。

②陈伯庄：《小麦及面粉》，交通大学研究所，1936年，第31页。

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374页。

④陈伯庄：《小麦及面粉》，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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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1933

1935

4.63

3.63

4.01

9.96

7.69

6.78

20.22

——

——

26.34

25.66

26.53

7.33

5.92

6.33

——

——

5.96

续表3

资料来源：《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粮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248页；许道夫编：《中国

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1页；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

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根据上表统计，除极个别年份外，上海一埠的小麦价格较其他城市为低。以1927年为例，该年上海

中等品小麦的平均价格为每担6.22元，天津为11.11元，比上海高78.6%，沈阳17.33元，济南27.29元，分

别是上海的2.8倍和4.4倍，即便是面粉消费有限、麦价较低的广州，也比上海高出18.5%。必须指出的

是，上述各地的麦价差距并不完全是洋麦进口导致的结果，它还与当地小麦生产、运输条件、市场消费能

力等因素有关，但如若从沿海与内地的区域差异方面观察，我们会发现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城市的麦

价要比汉口、济南、沈阳等内地城市的麦价要低，这显然是由于当地机制面粉企业大规模进口洋麦，国产

小麦采购数量减少，导致当地粮食市场上的国产小麦价格趋于疲软的结果。

大规模进口优质洋麦使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在全国同业中获得相对的成本与价格优势。据调查，

1933年上海阜丰面粉厂平均每包面粉的原料成本为0.15元，山东济南成丰面粉厂为0.20元，河南新乡

通丰面粉厂则高达0.60元①。在上海面粉销路最大的天津市场，上海面粉的售价，通常低于当地和外埠

的产品，有时甚至低于削价倾销的洋粉②。价格优势使上海面粉在天津市场受到普遍欢迎，在天津每年

约1600多万包的交易量中，约60%为上海粉，15%为天津与济南粉，约24%为进口洋粉③。上海面粉之

所以能够在天津这个国内最大的面粉消费市场站稳根基，不得不说与上海机制面粉企业大量购销洋麦

降低生产成本有很大关系。

三、原料本土化视野下国产小麦的产销问题

如前所述，在洋麦大量进口之前，上海机制面粉工业主要是从附近的苏、皖、浙等省获得小麦供应，

这些省份小麦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也随着面粉工业产能的扩大而有大幅提高，如根据1930年的调查，江

苏江宁地区的小麦生产商品化率高达90%，浙江镇海的小麦商品化率几近100%，安徽来安县的商品化

率亦有60%④。应该说，由面粉工业发展引发的国内小麦商品化生产及交易市场已经初步形成，那么是

什么因素导致上海面粉工业逐渐减少国麦采购转而购销洋麦呢？

首先，与洋麦相比，国产小麦的生产技术低下，小麦品质得不到保障。我国农民习惯于传统的农业

生产方式，“于肥料孰优孰劣，大都茫然不知”，新式农具也在人均土地较少且地块分散的农业特征下，因

价格昂贵难以普及。不仅生产技术落后，小麦品种也缺乏有效的改良，“我国麦种，大都品质混杂，缺乏

改良。我国所产多为软麦，大率蛋白质缺少，麦胶因之而少，造成之面粉，最佳者仅列二等，制出之面包，

又多不受人欢迎，在昔日无人竞争，对于品质，自无所选择，今则外货充斥，相形见绌。”⑤由于灌溉、肥料

①陈伯庄：《小麦及面粉》，第31页。

②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150页。

③延仲：《最近我国之面粉业（下）》，《工商半月刊》1934年第6卷第15号。

④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30页。

⑤《吾国小麦问题》，《农学杂志》1923年第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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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代农业技术和良种的缺乏，小麦产量大受影响，1930年代中国的小麦平均亩产量仅有133斤，个别

地方甚至不及100斤，同一时期加拿大为162斤，英国可达267斤①。不仅产量较低，小麦品质亦得不到

保证，国产小麦的麦粒大小、淀粉含量、麸皮色泽常常因当年的气候、水土条件而有所波动，不同年份的

品质差距很大，在品质欠佳的年份，面粉企业宁愿暂时停车歇业也不愿意磨制国产小麦②。

另一方面，小麦品种改良工作收效甚微。早在1920年代初洋麦进口开始增长之时，就有学者呼吁

政府当局关注改良小麦品种、改善粮食运销，然而迟迟未能引起政府当局的足够重视③。东南大学农学

院、金陵大学农学院等机构也曾因为科研需要组织过小规模的麦种改良实验，并取得了一些增产的效

果，但由于军政局势动荡，政府倡导不力，经费来源短绌，“实验研究之结果，未能发挥宏效”④。直至

1931年长江大水引发中下游地区的粮食恐慌，全国洋麦进口规模突破2200万担的历史最高点，政府才

开始重视小麦品种改良问题。此后江苏、安徽、浙江等地陆续成立省立稻麦实验农场，进行局部的小麦

改良工作⑤。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又联合农村复兴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实业部等

部门成立稻麦改进监理委员会，在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内设立全国稻麦改进所，负责全国稻麦改良的

计划和实施工作⑥，但很快全面抗战爆发，苏皖浙地区的小麦品种改良工作被迫停顿，纵观整个南京国民

政府时期，小麦品种改良工作始终没能取得规模性的成效。

其次，国产小麦的运销费用高昂，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麦的地域优势。上海市场上的国产小麦，大

都来自附近的苏、皖、浙三省产麦区，其中尤以江苏为最多。江苏各县运麦到上海，运输方式以轮船为

主，火车次之，上海附近的浦东、宝山等县，也有用驳船运输的。因运输方式不同，运输费用也不尽一致，

受内河航运条件限制，无法使用大型船只，运输过程中完全依靠人力，导致运麦进沪效率低下且费用高

昂，如徐州、宿迁、众兴、窑湾产区的小麦每担运输费用平均1.20元，泗阳1.10元，南京甚至高达1.40元，

其它如镇江、东台、阜宁、泰县、靖江、盐城、溱潼、天长、高邮等地平均都在0.70元左右，只有离沪较近的

浦东、嘉定、松江、丹阳等地的运费较低，价格在0.20~0.50元之间⑦。如果从苏北徐州、皖北蚌埠一带通

过陆路运麦到上海，每担运费竟须1.40元至2.60元之多⑧。从加拿大、美国采购洋麦运到上海，由于采用

大型海运船只，每船可一次装货六七千吨甚至上万吨，反而成本低廉，每担运费仅需0.60元左右⑨，澳洲

小麦则更是低至0.44~0.50元⑩。

除运费外，各地多不胜计的苛捐杂税也增加了国产小麦的运销成本。南京国民政府未实行裁厘之

前，江苏有厘卡58处，浙江42处，安徽42处，沿途征收牙税、计捐、统捐、出口捐、警捐、公益捐、商团捐等

各种正税杂捐，少则一二十项，多则三四十项􀃊􀁉􀁓。平均下来，从江苏丹阳运麦至上海，“每船（以载250担

为准）捐税高达37.60~42.60元，自溧阳、金坛、江阴至上海41.60~46.60元”，距上海咫尺之遥的苏州，“每

船亦须22.60元”􀃊􀁉􀁔。如此计算，每担小麦运抵上海的捐税成本在0.09~0.18元之间，江苏省内如此，安徽、

①彭起：《论小麦新品种之重要》，《稻麦月刊》1936年第1卷第3期。

②《今年新麦品质欠佳》，《中行月刊》1932年第4卷第6期。

③于矿：《上江苏省长提倡米麦品种改良意见书》，《中华农学会报》1921年“稻专刊号”。

④蔡旭：《近年来我国麦产改进工作概况》，《农业推广通讯》1944年第7卷第6期。

⑤陆国英：《我国稻麦品种改进工作概述》，《农业推广通讯》1944年第6卷第12期。

⑥《全国稻麦改进办法大纲》，《工商半月刊》1935年第7卷第17期。

⑦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第70-71页。

⑧国民经济研究所：《江苏之杂粮》，国民经济研究所，1936年，第25页。

⑨魏友棐：《小麦出口案与粮食的根本问题》，《钱业月报》1936年第16卷第9号。

⑩陈伯庄：《小麦及面粉》，第52页。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册），第283页。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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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等较远的麦产区更无须赘言，时人感叹“如此细杂之捐税，及高昂之运费，农民虽欲亏本出售，亦岂

可得？”①不独上海周边如此，其它面粉工业中心城市也面临相同的困境，河北各县与天津仅一日路程，

小麦运抵天津，运费和捐税相加，每担大约在2元以上②。由河南郑州、信阳一带产区运麦到汉口，每担

运费及捐税约1.70元，与加拿大、美国小麦运至汉口费用相比，竟然高出三倍有余③。

由于运销成本过高，近代中国小麦产销的区域化特征明显。“各地所产之麦，大半只供本地消费，其

运出外省销售者，实居少数”，例如陕西之麦，在陕西供过于求，虽然售价不及上海的四分之一，但由于运

费高昂，“故无从以所余者济不足也”；又如汉口的面粉工业，常常因原料不足不得不暂时停车歇业，而临

近的河南虽为产麦大省，往往无法济汉口之急④。鲁北一带所产小麦，多输往天津，鲁南则多输往徐州，

鲁西鲁中一带多集中于济南，胶济铁路沿线则集中于青岛，鲁东北一带集中于烟台，这些集中地多系面

粉厂集中之地⑤。由于运输困难，费用高昂，难以实现小麦的跨区域长途运销，导致面粉工业无法以比进

口洋麦更划算的价格从周边省份获得充足的小麦原料，能够消化的国麦非常有限，每年全国小麦总产量

中，仅有十分之一被产区附近的面粉工业收买为原料，其余多由农家或当地磨坊磨成粗粉⑥。

最后，缺乏行业监管与质量规范，国产小麦含杂率较高。根据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我

国各产区的小麦含杂率整体较高，黄河流域所产小麦中的杂物多为砂土，淮河流域多为杂草种子，长江

流域多为灰土，具体而言，江苏省南部麦产区的含杂率为4.8%，江苏省北部4.3%，安徽省北部4.5%，湖

北省5.9%，苏、皖、鲁、豫、冀、晋、陕、川、鄂九省麦产区，平均含杂率为3.3%，其中江苏徐州、安徽蚌埠、湖

北汉口为含杂率较高的产区⑦。

国产小麦含杂率较高，一方面是传统的小麦生产方式所导致，由于缺乏现代脱粒机器，小麦收割之

后农民多以传统手工作法完成脱粒，“内地打谷之法，多以禾棒敲击，或束缚为捆，而于木枱上击其穗，或

用石轴压其发出之谷，常有秽物皮壳及其它外来物掺杂其中”⑧；另一方面则是在小麦运销过程中，“中间

经手之行商、贩户常常在麦中掺和泥沙，希冀加重份量，而谋不当之利”⑨。这种杂质较多的小麦，在磨粉

之前要筛选晾晒，需要耗费额外的人力、时间和财力，对面粉企业而言，无形中增加了不少生产成本。

上海福新面粉厂负责人荣宗敬在谈及国产小麦掺杂问题时曾无奈地表示，由于含杂率太高，面粉厂

往往宁愿暂时停车歇业，也不愿收买这些含杂的小麦，常常是“农民虽折本求售而不得，面粉厂亦受困于

无麦可磨，于双方均无益处”⑩。以小麦运销为主要业务的上海杂粮业也深感国产小麦质量不高又大量

掺杂是在竞争中输给洋麦的重要原因：“窃闻洋麦输入，不恤大笔金钱，源源外溢，此无他，盖实由于国产

麦品之次劣，复加以乡农商贩，充泥掺假，以博蝇利，卒至面粉厂家，望而却步，反观洋麦货品既佳，又无

潮毛杂质，是以无怪厂方之一致趋定洋麦，而敝履国产也。循是以往，不图挽救，粉厂几非洋麦无以开

磨，国人非洋麦不欲采用，流水滔滔，何时可止！”􀃊􀁉􀁓

进入1930年代，洋麦低价倾销中国，本已萧条的国麦市场更加萎靡不振，影响民食与商业甚巨，粮

①巫宝三：《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之原因（1912—1931）》，第56页。

②《河北省小麦之贩运》，《社会科学杂志》1930年第1卷第1期。

③《湖北省产麦滞销情形表》，《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3年第5期。

④蔡受百：《中国麦产及面粉业概况》，《国闻周报》1924年第1卷第4期。

⑤《山东之小麦》，《津浦铁路日刊》1936年第1638—1663期。

⑥蔡受百：《中国麦产及面粉业概况》，《国闻周报》1924年第1卷第4期。

⑦《国产小麦含杂量之研究》，《农报》1937年第4卷第15期。

⑧那安：《上海之面粉工业与中国之国外小麦贸易》，《建国月刊》1929年第2卷第2期。

⑨《水灾声中之民食状况》，《申报》1931年8月9日。

⑩《棉花掺水小麦和泥之改革谈》，《银行周报》1924年第8卷第1期。

􀃊􀁉􀁓《杂粮业通告粮商改良国麦》，《申报》1933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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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运销问题才引起了政府与行业相关部门的重视。1933年5月，上海市粮食委员会召集粮业、运输业等

相关产业，商议取缔米粮掺水掺杂办法，决定对米粮掺杂掺水行为加大处罚力度①。上海杂粮业也随即

成立小麦组及小麦研究会，对于各产区运来小麦，须先审验合格，方可上市行销，并通告各省同业及商

贩，转告农民“万勿于麦品之中，充水掺泥，以期彻底改革国麦质量”②。然而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小麦运

销过程中的掺杂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四、面粉工业过度依赖洋麦的检讨

近代上海机制面粉工业以洋麦代替国产小麦，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对稳定的优质原料供应的暂

时需求，但与此同时，对洋麦的过度依赖也增强了自身对世界小麦市场的依附性，增加了机制面粉工业

的外源性风险。1933年 6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四个主要小麦出口

国鉴于1920年代以来世界小麦价格不断下跌，各国损失巨大，为了阻止麦价继续下跌，四国拉拢德国、

奥地利、法国、英国等国，召开世界小麦会议，谋图在小麦生产与价格方面采取一致行动。8月25日，参

与各国签订国际小麦协议，一致同意自1933年8月起，不再扩大小麦种植面积，各国政府亦不寻求增加

小麦产量；各国出口小麦的最大数额不得超过1931—1933年该国小麦平均收获量除去国内标准需要额

以后的85%③。国际小麦协议对小麦价格的影响立竿见影，接下来的1934年，世界小麦价格应声提高，

美国各种品号的小麦价格普遍超过国产小麦20%~40%不等④。

世界小麦市场的这一变动给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带来灾难性影响。在洋麦连连涨价声中，中国洋麦

进口规模大幅萎缩，据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统计，1934年1—4月，中国共进口洋麦296万担，相较于去年

同期减少了59.3%⑤，上海各面粉工业1—3月产量仅为408万包，较上年同期下降53.5%，上海面粉交易

所1—3月平均每月成交额也降至上年同期的51.5%⑥。由于小麦供应不足，不少中小型面粉工业相继停

车，只有少数大型企业勉强维持生产，但生产规模“平均约减去十分之六”⑦。不独上海如此，济南、天津、

汉口、徐州等处面粉工业，受此影响，均减工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不等。

由于中国进口洋麦占世界小麦供应总额比例较小，最高时仅有6.2%，多数年份连1%都不到⑧，上海

机制面粉工业的原料采购对世界小麦贸易格局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只能被动地接受世界小麦生产格

局与市场价格的波动。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受欧洲战事紧张和世界麦价上涨的牵累，上海

机制面粉工业的这种窘况始终未能得到明显改善，面粉企业纷纷被迫停工，勉强维持开车的工厂，不及

往常的30%⑨。

检讨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困于世界小麦市场不能自拔的原因，首先是历届政府当局始终未能对1920

年代以来西方对华小麦倾销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近代以来，囿于中外协定关税制度，洋麦进口一直执

行“值百抽五”的低税率政策，除了缴纳5.0%的关税和2.5%的子口税之外，洋麦进入中国无需缴纳其它

任何税款。进入1920年代之后，美、加、澳等国家解决本国小麦生产过剩的办法，正是利用了中国的低

①《粮食委员会讨论取缔米粮掺水办法》，《申报》1933年5月30日。

②《杂粮业整顿国产小麦》，《申报》1933年6月26日。

③《小麦协定全文》，《国际贸易导报》1933年第5卷第10号。

④徐佩琨：《民国二十二年麦业之回顾（下）》，《社会经济月刊》1934年第1卷第2期。

⑤《各国食粮进口大减》，《申报》1934年6月5日。

⑥延仲：《最近我国之面粉业（上）》，《工商半月刊》1934年第6卷第14号。

⑦《荣宗敬谈面粉价值衰落真相》，《申报》1934年5月11日。

⑧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8页。

⑨蒋乔坻：《面粉业的萎缩及其原因》，《中外世界经济情报》1937年第1卷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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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机制，加速形成了对华倾销态势。1925年10月，北京段祺瑞政府曾与西方国家谈判，试图实现关税

自主，但随着次年7月段政府倒台，关税会议也无果而终，“洋货进口，沿习旧制”，洋麦继续以极低税率

倾销中国，“任其自由竞争，漫无限制”①。

1930年代初，洋麦倾销带来的国产小麦滞销、农民破产、粮食行业萎靡不振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关注，以上海米粮业同业公会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团体就曾多次呈请政府禁止外洋小麦进

口，“以保国家元气而维农民经济”②。然而，成立未久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获得美国的财政支持，不仅

未能对洋麦倾销采取管制措施，反而于1931年和1933年两次与美国政府达成900万美元美麦借款协

议和5000万美元棉麦借款协议，从美国大量进口小麦③,进一步加剧了洋麦对华输入。直至1933年12

月16日，在舆论的强烈呼吁下，南京国民政府才开始开征洋米麦进口税，将小麦进口税额定为每担0.3

个金单位④，但实行未久，随着1934年世界麦价进入上涨通道，洋麦进口大幅衰减，洋麦进口税不再具

有实际意义。

其次是由于国内粮食运销缺乏区域整合，统一的国内小麦市场始终未能形成，上海面粉工业难以以

较低的成本获得小麦供应。究其根源，约有以下数端：

第一是地方粮食保护主义盛行。民国以来，各地省、县政府，甚至当地驻军，稍遇粮食欠丰，往往以

荒歉为托词，禁止粮食外运，“甚至乡区绅董，常自行限制”⑤。尽管国民政府屡次通令地方，要求“国内米

麦运输，省与省及县与县之间，应绝对流通，不得阻留”，“如各省米麦实感缺乏，必须禁运出境，亦应先陈

明中央核定”⑥，但由于民国以来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中央政令不通，地方省、县政府常常采取粮食保护主

义，这使国内小麦流通常处于人为割裂状态。为打通小麦跨区域流通，1934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曾召

集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产粮省代表，酝酿成立全国粮食运销机关，行政院还指示财政部联合中央银

行、实业部、交通部、铁道部、内政部、农村复兴委员会等机关发起成立全国粮食运销局，用来协调解决全

国范围内粮食调配问题⑦，但因遭到各省地方政府以及粮食运销行业的坚决反对，最后不了了之⑧。

第二是运输条件限制。近代中国，铁路运输并不发达，中西部地区的陕西、两湖地区、河南、华北等

麦产区无铁路直通上海，如果说两湖地区所产小麦尚勉强可以通过长江水运抵达上海，那么陕西、河南、

华北等地所产小麦则不得不依靠陆运或水陆联运才能到达上海，如前所述，陆运成本太过高昂，即便是

运抵上海，也常常出现小麦价格高于面粉价格的倒挂现象。即便是毗邻铁路的产区，也未必能够充分利

用铁路运输之便利，以安徽蚌埠为例，作为皖北小麦的集散地，每年可集中小麦十余万吨，而蚌埠车站每

日沿京沪线发至上海的车辆，除去运煤以外，只剩下1500吨左右的运量，粮商托运小麦，往往需要等待

两个月才能装车，经常因此错过市场行情，以至于不少粮商为争取时间，不得不改取成本更高的水运方

式⑨。京沪铁路沿线如此，其它交通不便的地区运麦的效率可以想见。显而易见，交通设施落后是制约

小麦市场空间拓展的重要客观条件，时任上海面粉工业公会主席施复候曾指出，解决上海机制面粉工业

的原料问题，“有赖乎运输之便利，交通之发展者也”⑩。

①《定购洋麦之办法》，《申报》1932年12月7日。

②《请禁洋米麦面进口》，《申报》1930年11月19日。

③魏尔特：《关税纪实》，海关总税务司，1936年，第318-322页。

④《洋米麦税起征》，《农业周报》1932年第2卷第50期。

⑤陈伯庄：《小麦及面粉》，第39-40页。

⑥《通令国内米麦流通》，《农业周报》1933年第2卷第6期。

⑦《粮食运销局总局设沪》，《农业周报》1934年第3卷第47期。

⑧《粮食运销局将缓办》，《中行月刊》1935年第11卷第3期。

⑨陈伯庄：《小麦及面粉》，第40页。

⑩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编：《茂新福新卅周年纪念册》，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1928年，第20页。

洋麦进口与近代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发展

-- 87



第三是贸易制度不良。国内小麦运销过程，市场层级和中间经纪较多。一般而言，小麦从农民手中

出售，最终到达面粉生产企业，需要经过收买庄、转运商、牙行（粮行）、粮号、粮店等多级中间商，即便是

面粉企业派人到产区直接采办，往往也要依靠当地行商居间联络麦贩，分赴乡间收买，并代为议价、验货

与组织打包装运，整个过程中不仅产生行佣、庄客佣金、过斛费、转运费等采办费用，无形中也增加了时

间成本①。如此一来，“一省所产之麦，运之他省，转辗求售，中间几经重征敛税，运费尤巨，合之重于成

本”②。可以说，叠床架屋的贸易体系造成的流通效率低下，是内地小麦生产与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原料需

求之间无法实现高效对接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洋麦进口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原料来源结构，促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上海机制面粉工业的规模扩张，但同时增强了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对世界小麦市场的依赖性。与此同时，

政府监管在国内小麦生产、市场规范和洋麦进口等方面的缺位，进一步使上海机制面粉工业日益沦为资

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附庸，这也成为1930年代上海机制面粉业衰落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胡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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